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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

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

业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国，但研究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内部冲突

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 作者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１１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

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

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

大 ＯＦＤＩ 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 在

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

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

突的爆发。 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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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

的主要形式。①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统计，
１９４６—２０１７ 年，全球共发生 ２３３０ 次导致当年 ２５ 人以上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暴力冲突，
其中 ２０８６ 次是内部冲突，占比达到 ９０％。 全球内部冲突爆发的次数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开始不断攀升，冷战结束后达到极高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内部冲

突的频次有所下降；但在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后，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并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 在此背景下，内部冲突逐渐成为政治学、
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学界对于内部冲突发生的原因这一经典和重大问题进行

了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 一批社会学家试图从“意图”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内部冲

突的爆发是民众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反对现有政权意图的结果。② 另一些社

会运动研究者以及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强调“机会”的作用，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或者

政治组织形式使发动内部冲突变得更加可行、潜在收益更大时，内部冲突更有可能爆

发。③ 近年来，受到族群层次研究的推动，针对内部冲突的研究一方面向更为微观的

村县一级拓展，另一方面日益考虑国际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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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理论是泰德·格尔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参见 Ｔｅ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ｒｒ，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２， １９６８， ｐｐ．２４５－２７８； Ｔｅ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ｒｒ，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ｉｆ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ｗ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４， １９６８， ｐｐ．１１０４－１１２４； Ｔｅ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ｒｒ， Ｗｈｙ Ｍｅｎ Ｒｅｂｅｌ，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源—动员”理论，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８。 二是理性选择理论，参见 Ｊｏｈｎ Ｅ． Ｒｏｅｍｅ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Ｖｏｌ．５３， Ｎｏ．１， １９８５， ｐｐ．８５－１０８； Ｓｔｅｒｇｉｏｓ Ｓｋａｐｅｒｄ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２， ｐｐ．
７２０－７３９。 三是“贪婪”理论（也有学者归为“机会说”），参见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ｖ⁃
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５６３－５９５；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９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ｐ．
７５－９０。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９４—１２７ 页。



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①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与货物贸易相比，ＦＤＩ 往往能

给东道国带来一些特别的影响。 首先，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涉及商品交换，而

ＦＤＩ 则涉及资金、人员、技术、规范的流动，后者往往能对东道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次，与一次性的货物贸易相比，ＦＤＩ 的周期更长，投资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

治和社会变化的冲击，投资方也有更多的机会介入东道国的社会经济之中，因此有更

强的意愿与能力改变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此外，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吸引外国

资本比购买外国商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既包括提供经济方面的优惠条件与自由

化，也包括实行政治与社会改革以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②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ＦＤＩ 来源国，大量的中国资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东道

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些争议。 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片面强调中国 ＯＦＤＩ 可能造

成的潜在风险与负面冲击。③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

２０１１ 年访问赞比亚时，曾批评中国“不顾一切地滥用”非洲大陆的资源是“新殖民主

义”，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与欧美企业相比，部

分中国企业在市场规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经验与认识尚不成熟，也受到了一些负面

评价。④ 此外，由于迥异的文化与政策环境，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难以恰当

处理部族问题和劳资矛盾，从而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⑤

然而，以上研究主要基于案例分析或者问卷调查，较大样本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

缺乏，难以确认其普遍性和代表性。 虽然迅速增长的中国 ＯＦＤＩ 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

注，但对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影响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 目前有限的相关研究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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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 是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的简写，意为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东道国（投资目的地）的角度阐述的国

际直接投资；ＯＦＤＩ 是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的简写，意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母国（投资来源地）的角度

阐述的国际直接投资。
Ｅｌｉｓａ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ｈｉａｒａ Ｍａｃｃｈｉ，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ｐ．４７９－５１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Ｗ． Ｅｇａｎ， “Ｈａｒ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３２．

Ｔｕｋｕｍｂｉ Ｌｕｍｕｍｂａ⁃Ｋａｓｏｎｇｏ，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Ｎｅ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ａ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 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３４－２６６．

刘宝成、张梦莎：《中国企业“走出去”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ｃ１．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ｉｃ ／ ５６５２８４７ｄｅ４ｂ０３３ｆ５６ｄ２ｂｄｃ２９ ／ ｔ ／ ５９４ｄ７３９ｆ３ｅ００ｂｅｄ３７４８２ｄ４ｆｅ ／ １４９８２４８
０９６４４３ ／ ＳＧＲ＋ｖ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Ｕｗｅ Ｗｉｓｓｅｎ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ｅｅ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ｉｌ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ｅｔｈｉｃｓ．ｎｅ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２８９９３６ ／ １７４５２６６４ ／ ＧＥ＿Ｃｈｉｎａ＿Ｅｔｈｉｃｓ＿８＿ｃｎ＿ｉｓｂｎ９７８２８８９３１２４８１．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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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对东道国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形成的影响

等。① 就笔者所知，还没有基于较大样本来研究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政治影响的实证

文献。

基于此，本文在阐述 ＦＤＩ 对内部冲突的可能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１１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数据，实证研究了其对东道国爆发内

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地

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 ＯＦＤＩ 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对当地

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 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

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从而有助于增加民众投入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

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

二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部冲突的影响

目前专门研究 ＦＤＩ 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也未达成一致结论。

现有文献考察了包括 ＦＤＩ 在内的多种经济全球化指标，发现 ＦＤＩ 能够降低东道国爆发

内部冲突的概率，减少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烈度，增加了威权政体国家的内部政治

稳定性。② 但也有文献发现，跨国公司的涌入会增加市场集中度，为政府增加获取经

济利益的寻租空间，从而让叛军和政府更容易为了争取经济利益而爆发冲突。 不过，

这类冲突在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的国家往往会得到缓解。③ 如果对不同行业 ＦＤＩ 的影

响分别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行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涌入的 ＦＤＩ 会对内部

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带来截然相反的影响。 同时，由于 ＦＤＩ 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的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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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会有广泛的影响，因此，ＦＤＩ 对于东道国内部冲突的影响机制与渠道也是多样的。①

（一）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渠道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竞相吸引 ＦＤＩ，主要在于其能带来资金、技术和就业，从而有助

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的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散劳动力的减少会提

高参加暴乱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内部冲突爆发的概率。② 同时，更高的国民

收入也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来稳定国内政治。 针对 ＦＤＩ 对威权主义国家政治

稳定性的影响的研究发现，ＦＤＩ 的流入可以减少内部冲突，因为统治者可以将 ＦＤＩ 创

造的额外收入分配给其他精英，从而巩固其联盟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内战会导

致资本外逃，从而提高发动内战的成本。③ 但如果 ＦＤＩ 对一国经济的改善具有较大的

不均衡性，例如资本密集部门有了额外的增长，那么对于一般的劳动者而言，掠夺更加

有价值的资本比投入劳动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内部冲突的风险

反而增加。④

许多学者注意到资源产量的增长在引发内部冲突中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石油、

黄金、钻石等易于掠夺的资源产量的大幅增长往往会增加反叛者的预期收益，为其提

供更多的资金招募追随者；⑤另一方面，对于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言，丰富

的自然资源往往意味着政府会更加依赖能够轻易获得的自然资源收益而非税收。 这

些国家的政府通常存在大量寻租行为，并且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弱。 此外，不均衡的自

然资源分布也有可能在一些资源丰富地区加剧分离主义倾向。⑥ 因此，自然资源方面

的 ＦＤＩ 更有可能会带来“钻石诅咒（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ｕｒｓｅ）”而不是和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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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带有很强的“资源寻求”动机，但《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２４８．１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之

后，中国海外采矿业 ＯＦＤＩ 流量呈断崖式下降趋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年均降幅高达

４９．４％。 从存量上看，采矿业在中国 ＯＦＤＩ 中的比重也是所有行业里跌幅最大的，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９．８％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１．２％，下降了 ８．６ 个百分点。 中国 ＯＦＤＩ 中“资源

寻求”动机的显著下降反映出随着经济转型和环保意识的提高，资源密集型行业在中

国经济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 此外，大宗商品超级牛市的结束也降低了资源

型海外投资的吸引力。
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非洲，建筑业已经取代矿产资源成为吸引中国 ＯＦＤＩ

最多的部门。 更加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

发展而言是一种福利。 利用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数据，通过索罗增长模型计算的研究发

现，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ＯＦＤＩ 令当地经济增长率提高了 １．５％。① 之所以中国投

资对非洲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其他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产生同样显著的影

响，可能是因为中国同非洲发展阶段更为接近，能够向非洲输出更适合其禀赋条件的

技术，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②

从数据看，中国投资对当地的就业有显著贡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中国 ＯＦＤＩ 企
业在东道国的员工总数为 ２８６．５ 万，其中 １３４．３ 万人（４６．９％）为外籍员工。③ 中国在非

洲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加明显。 基于对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卢旺达、尼日利

亚五国的调研，五国均肯定了中国投资对当地就业的促进作用。 调研显示，截至 ２０１１
年，中国在尼日利亚创造了 ６９０００ 个工作岗位，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了 ３５０００ 个常规工

作岗位和 ４００００ 余个季节性工作岗位。④ 根据安永的非洲吸引力报告，中国企业 ２０１６
年在非洲创造了 ３８４１７ 个就业岗位，是美国企业在非洲创造就业岗位数的三倍多，也
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⑤ 其他研究也发现，中国对非洲的 ＯＦＤＩ 能够显著促进当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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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其他国家的两倍多。①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

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领域，而欧美等传统对非

投资方更注重金融等领域的投资。
中国投资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就业机会，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

施，有利于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些改变有助于增加民众参加武装冲突的机会成

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从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
（二）不平等的影响渠道

不平等是内战研究者解释内部冲突的核心变量。 ＦＤＩ 对于东道国的经济不平等

程度具有两方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为非熟练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和技术培训，
有助于缩小其与高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 通过考察墨西哥

各州的 ＦＤＩ 和不平等数据，可以发现吸引 ＦＤＩ 较多的省份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 这种

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效应是通过提高低收入、低技能工作者的经济地位来实现的。② 但

另一方面，ＦＤＩ 又会带来技术创新，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扩大其与低技能劳

动者的工资差距。 利用 ６０ 个发展中国家 ２２ 年的 ＦＤＩ 和不平等数据，研究发现 ＦＤＩ 总
体上会扩大经济不平等程度。③

收入差距会造成阶级上的“纵向不平等（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而基于不同族群

之间的“横向不平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可能比单纯基于阶级地位的“纵向不平

等”更能够对内部冲突产生影响。④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较为富裕和较为贫穷的

族群都有可能参与内部冲突。⑤ 因此，ＦＤＩ 不仅会通过阶级上的“纵向不平等”来影响

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也可能同种族、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等”交织从而影响内部冲

突。 ＦＤＩ 的不均衡分布可能会使对象国国内不同种族、不同区域（沿海—内陆）获得不

对称的经济收益，从而加剧种族、地区间的不平等或者中央同地方之间的矛盾。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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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少数族群居住的区域内发现的大量石油导致了诸多暴力活动。①

此外，ＦＤＩ 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全球化会促进一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和信息交换，从而

加剧各族群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也让民众更有可能感知不平等的存在。②

经典 ＦＤＩ 理论认为，对外投资企业需要具备战胜东道国本土企业以及第三国企业

的显著优势，才能克服海外经营所面临的天生劣势。③ 但这些理论主要是基于 ２０ 世

纪 ７０—８０ 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企业的经验而得到的。 这些跨国企业在进行

ＯＦＤＩ 之前就已经在各自国内建立了相当的优势，通过 ＯＦＤＩ 将技术、管理经验从国内

总部转移到海外子公司。④

而中国的 ＯＦＤＩ 起步较晚，快速增长与国内监管政策的不断放松有密切关系。⑤

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资本短缺促使中国限制资本外流。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

国开启了 ＯＦＤＩ 之旅。 虽然“走出去”战略在 ２０００ 年就提出来了，但相应的实施细则

直到 ２００４ 年才推出。⑥ 受政策放松的影响，２００５ 年中国 ＯＦＤＩ 流量达到 １２３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了 １２４％。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 于是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中国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 ＯＦＤＩ 的限制。 ２０１４ 年，中

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先后颁布规定，中国 ＯＦＤＩ 进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时代。⑦

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２０１５ 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 ＯＦＤＩ 国。

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大多数 ＯＦＤＩ 企业与它们的欧美同行相

比，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并没有显著优势。⑧ 因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对高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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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取代了 １９９１ 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

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简称“９ 号令”）。 同年 ９

月，商务部颁发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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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相对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这些项目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以及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① 由于主要

吸纳的是低技能劳动力而非管理型或者技术型人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对当

地的技术转移相对有限。 基于在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五

个非洲国家的实地调查，尽管其中三个国家都表示中国对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促

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但这五个国家均反映没有获得显著的技术转移。②

虽然一些中国公司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下也开始通过本地化的管理队伍积极向非

洲国家传递管理知识，③但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促进当地技术

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还有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中国这类主要吸

纳低技能劳动力的资本不会显著扩大当地的收入差距，从而有助于降低东道国爆发内

部冲突的可能性。

（三）劳工权益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渠道

劳工权益的侵犯与剥夺也是内战研究学者关注的核心变量。④ 在这一方面，ＦＤＩ

对东道国的影响也无法一概而论。 大致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秉持古典自由主义观

点，认为由于外资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劳动权益等方面的规范，能够对本土企业产生

示范效果，从而带来“向上竞争（ｃｌｉｍｂ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促使劳工权益得到改善。⑤ 例如，

有研究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对非 ＯＥＣＤ 国家的跨国并购能够有效

改善后者的劳工权益、女性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同时减少肉体迫害。⑥ 另一派学

者持依附论的立场，认为 ＦＤＩ 会恶化东道国的劳工权益。 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国际资

本而面临激烈竞争。⑦ 在部分小国面前，大型跨国企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能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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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对劳动者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在劳资矛盾中压制劳方权益。 同时，为了吸引

国际资本，各国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这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削减，从而

造成各国之间为了吸引国际投资而牺牲基本福利的“向下竞争（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ＦＤＩ 对于东道国政府治理的影响也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

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不会像当地企业那样习惯于向东道国政府支付贿

赂等额外费用。① 同时，外资企业一般会要求东道国推动自由化、法治化、公开透明化

的经济改革，以获得更加良好的竞争环境。 而东道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也会在经济

利益的推动下接受改革。② 另一派学者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也会适应东道

国的环境，和当地企业一样参与腐败、实施贿赂。 同时，由于外资企业一般比当地企业

效率更高，在进入某行业后，可能会挤出大量当地企业，令市场高度集中，从而在一些有

市场准入门槛的行业为寻租创造空间。 基于对越南近 ４０００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在试图进入某一限制性行业时，外资企业比越南本土企业更有意愿实施贿赂。③

中国 ＯＦＤＩ 的迅猛增长尽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由于起步较晚，中国的跨国

公司仍处于追赶者而非领导者的地位，在东道国政府面前普遍缺乏强大的议价能力。 同

时，由于中国企业的 ＯＦＤＩ 往往不会附带政治条件，例如不会强求东道国推行经济自由

化的政策，对东道国政治的冲击会小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 因此，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

政府治理的自主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这对于当地政治的平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

ＦＤＩ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是复杂的，可能因产业、东道国、投资来源国而

有较大差异。 单纯将 ＦＤＩ 视为一个整体并不利于分析，我们需要对其进一步分解，重

视其异质性带来的不同影响。 本部分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１１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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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与变量

１．因变量

是否爆发内部冲突（以下简称“内部冲突”）。 原始数据来源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与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提供的冲突数据库。 该数据库被广泛运用于内部冲突研究之

中，记录了 １９４６—２０１７ 年全球的内部冲突数据。① 考虑到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具有

时间连续性，因此参照已有研究，我们设立虚拟变量“内部冲突”，将和平时间超过一

年以后发生的新的内部冲突编为 １，否则为 ０。②

２．核心自变量

本文使用四个变量来衡量中国在当地的 ＯＦＤＩ 情况：（１）中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流量占

当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以下称“投资流量”）；（２）中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存

量占当年该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下称“投资存量”）；（３）中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新增项目数

（以下称“新增项目数”）；（４）中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累计项目数（以下简称“累计项目

数”）。 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以上四个变量取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中。

中国在当地的 ＯＦＤＩ 流量衡量的是每年的新增 ＯＦＤＩ 规模，中国在当地的 ＯＦＤＩ 存

量衡量的是累计 ＯＦＤＩ 规模。 这两个变量都来自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 我们利用 ＢＶＤ⁃ＺＥＰＨＹＲ“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以及 ｆＤｉ Ｍａｒｋｅｔｓ“金融

时报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库”将项目层面的数据加总至国家—年份层面，进而获得

“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数”这两个核心自变量。

３．控制变量

参考之前文献，我们还控制了以下可能会对爆发内部冲突造成影响的相关变量。

（１）收入水平变量，本文用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进行衡量（以下称“人均 ＧＤＰ”）。

诸多文献从实证上发现了当地人均 ＧＤＰ 水平与内部冲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③

·４４１·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①

②

③

例如 Ｈａｖａｒｄ Ｈｅｇｒ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ａｍｂａｎ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Ｏｎ⁃
ｓｅｔ，” ｐｐ．５０８－５３５；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Ｒｏｈｎ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１－２７；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９４—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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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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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较低的人均 ＧＤＰ 往往意味着民众投入内部冲突的机会成本较低，反政府势力

能相对容易地招募到大量追随者；另一方面，较低的人均 ＧＤＰ 也说明该国经济落后，

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有限，可能无法充分履行包括维持治安、维持军队等基本职

能———这也为体制外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空间。① 人均 ＧＤＰ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

布的世界发展指标（ＷＤＩ）。 本文将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纳入回归模型，并取滞后

一期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２）自然资源变量，本文用东道国燃料与矿石金属出口的对数进行衡量（以下称

“自然资源”）。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丰富的自然资

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带来经济福利，但也给叛乱组织带来更高的潜在收益；其能

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但也增加了寻租空间，从而可能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对社会的

控制能力。 此外，自然资源在一国内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带来资源富饶地区和资源贫乏

地区之间的矛盾。 可见自然资源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内部冲突造成影响，应当加以控

制。② 本文将滞后一期的“自然资源”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３）地理变量，本文用东道国是否有飞地（以下称“飞地”）以及山地地区面积占

国土面积比例（以下称“山地”）进行衡量。③ 根据现有文献，如果一国有飞地或者多

山，其反政府武装容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武装冲突中拥有更有利的地位。④

（４）军事实力变量，本文用军费支出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重（以下称“军费开支”）进

行衡量。 部分学者认为军事实力会对内部冲突产生影响。⑤ 一国如果有较高的军费

支出，往往说明其具有较强的武装力量，从而有助于镇压潜在的反叛者。 军费支出的

数据来源于 ＷＤＩ。 本文将滞后一期的“军费开支”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尽量减少内

生性的问题。

（５）人口变量，本文用东道国人口的对数（以下称“人口”）进行衡量。 更多的人

口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需要通过更多的层级来控制基层，这可能削弱其对基层的控制

力度，也让反对派能够招募到更多的武装人员。⑥ 人口数据来源于 ＷＤＩ。 本文将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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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７５－９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Ｒｏｓｓ，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３３７－３５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Ｒｏｓｓ，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２３９－２５９．

相关数据来源于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５６３－５９５。
例如 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Ｇ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５６３－５９５；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

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７５－９０。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７５－９０．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ｐ．７５－９０．



国人口取对数纳入回归模型，并取滞后一期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６）宗教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变量。 有研究认为，一国的宗教和民族构成越复

杂，其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越高。① 宗教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数据来源于“分裂指数”

数据库。②

（７）其他国家在当地的 ＯＦＤＩ 情况。 当核心自变量为流量数据时，该变量用其他

国家在该国 ＯＦＤＩ 流量占当年该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下称“其他国家投资流量”）来衡

量。 当核心自变量为存量数据时，该变量用其他国家在该国 ＯＦＤＩ 存量占当年该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下称“其他国家投资存量”）来衡量。 其他国家在该国 ＯＦＤＩ 流量（存

量）是用该国吸引的总 ＦＤＩ 流量（存量）减去中国在该国的 ＯＦＤＩ 流量（存量）计算而

得。 该国吸引的总 ＦＤＩ 流量（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为了尽量减少

内生性问题，以上变量取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

（８）中国对当地的援助情况。 国际援助对内部冲突的影响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关注的重要议题。 杨攻研等人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库，发现中

国援助显著降低了受援国内部冲突爆发的概率和规模。③ 因此，本文也将中国对当地

的援助滞后一期取对数后加入控制变量之中。 援助数据来源于全球中国官方援助数

据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９）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间波动差异。 表 １ 是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内部冲突 １６１０ ０．０３１４ ０．１７４ ０ １

核心解释
变量

投资存量（百分比） １３７２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５０８ ２．３１Ｅ－０７ ０．７４１

投资流量（百分比） １２１１ ０．００３４５ ０．０１３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７３

新增项目数 １４９５ １．３３８ ３．３１ ０ ５７

累计项目数 １４５９ ７．３２ １７．４２ ０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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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Ｒｏｓｓ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１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２０３－１２５０．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ｒｎａｕｄ Ｄｅｖｌｅｅｓｃｈａｕ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ｏｌ．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５５－１９４．

杨攻研、刘洪钟、范琳琳：《援以止战：国际援助与国内武装冲突———来自中国对外援助的证据》，载《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９—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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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人均 ＧＤＰ（对数） １５６１ ８．０３２ １．２３５ ５．２６７ １１．１９

自然资源（对数） １５９６ １３．９７ ２．８３８ １．７５９ １９．８

飞地 １４９８ ０．１１２ ０．３１６ ０ １

山地 １４９８ １８．４３ ２１．０６ ０ ８１

军费开支（百分比） １３９２ ２．１１９ １．８０７ ０ １６．０８

人口（对数） １６０４ １６．１７ １．７１５ １１．３２ ２１．０２

宗教多样性 １５２６ ０．４１９ ０．２３９ ０ ０．８６

种族多样性 １５２６ ０．４９７ ０．２４４ ０ ０．９３

其他国家投资流量（百分比） １１８２ ４．１１ ５．７２ －３７．１９ ５６．８

其他国家投资存量（百分比） １３３０ ４１．２ ５５．４ ０ ７８９．９

中国对当地的援助（对数） １４８８ ７．９２ ８．９５ ０ ２４．２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中所列信息源资料自制。

（二）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估计前述因素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 由于是否爆

发内部冲突是一个哑变量，因此估计方程可写成如下 Ｐｒｏｂｉｔ 概率模型的形式：

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ｔ ＝ １） ＝ ϕ（αＦＤＩｃ，ｔ －１ ＋ ΓＸｃ，ｔ －１ ＋ ΠＺｃ ＋ γｔ ＋ εｃｔ）

上式中，ｃ 表示不同东道国，ｔ 表示年份。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ｃ，ｔ－１代表滞后一期的中国在

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情况，分别用“投资流量”“投资存量”“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

数”这四个变量进行衡量。 Ｘｃ，ｔ－１表示一系列滞后一期的随国家—年份而变的控制变

量，主要包括“人均 ＧＤＰ”“自然资源”“军费开支”“人口”“其他国家投资流量”“其他

国家投资存量”和“中国援助”。 Ｚｃ 表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宗教多样

性”“种族多样性”“飞地”和“山地”。 γ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ｃｔ为误差项。

通过计算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可以发现，中国在当地的

ＯＦＤＩ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０．５，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２ 给出了上述 Ｐｒｏｂｉｔ 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中国对发展中

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

作用。 从表 ２（１）—（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

显著为负。 具体而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流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当

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１．８９９％，且通过了 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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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０．８７％，且通过了 ５％显著性

水平检验。 中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１．２％，且

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国在当地每累计增加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

冲突概率下降 ０．２％，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２　 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影响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是否爆发内部冲突

核心自变量

（１）投资存量 （２）投资流量 （３）新增项目数 （４）累计项目数

核心自变量
－０．８７∗∗

（０．３８５）
－１．８９９∗

（１．０８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自然资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宗教多样性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８）

人口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中国援助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飞地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山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军费开支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种族多样性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其他国家投资
０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

（０）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６５ ９４５ ９４５ １０６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Ｓｔａｔａ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Ｐｒｏｂｉｔ 回

归系数均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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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控制变量，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东道国的

“人均 ＧＤＰ”“自然资源”“宗教多样性”和“人口”。 具体而言，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

况下，东道国人均 ＧＤＰ 越低、自然资源出口越多、宗教多样性越复杂、人口越多，当地

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越大。

四　 稳健性分析与机制研究

本部分就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因变量零值过多的问题进行稳健性分析，并与基于

美国 ＯＦＤＩ 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对照，还研究了中国对东道国内部冲突产生影

响的作用机制。
（一）内生性问题

本文探讨的是来自中国的 ＦＤＩ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 但相反的因果关

系即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比本文的研究主题

获得了更多关注。 有学者发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腐败程度、政府质量、法治程度会

显著影响 ＦＤＩ 的流入。① 因此，如果忽视反向因果关系，单纯研究国际投资对东道国

政治风险的影响，那么实证估计的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 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我们将衡量中国对东道国 ＯＦＤＩ 情况的四个核心解释变量都取了滞后一期再放入回

归模型。 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回归。
１．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构造的工具变量 ＩＶｃ，ｔ计算如下：

ＩＶｃ，ｔ ＝ ｗ０３，ｃ

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ｔ
ｄｉｓｔｃａｐｃ

ｄｉｓｔｃａｐｃ 为中国首都与东道国 ｃ 首都的距离。 根据引力模型，双边投资额与两国距离

有负相关关系。② 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ｔ 为 ｔ 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对数。 作为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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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Ｅｄｍｕｎｄ Ｊ． Ｍａｌｅｓｋｙ， Ｄｉｍｉｔａｒ Ｄ． Ｇｕｅｏｒｇｕｉｅｖ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Ｊｅｎｓｅｎ，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Ｍｏｎｅ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ｒｉｂｅｒｙ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ｐ．４１９－４３９；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Ｂｕｓ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ｅｆｅｋｅｒ，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２，
２００７， ｐｐ．３９７－４１５。

Ｐａｂｌｏ Ｍ． Ｐ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 “Ｂｒｅｗ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ｄ ＝ ２９９８１２３，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Ｄａｅｈｅｅ Ｂａｋ ａｎｄ Ｃｈｕｎｇｓｈｉｋ Ｍｏ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１９９８－２０３７。



的国家，中国 ＯＦＤＩ 的情况与外汇储备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① ｗ０３，ｃ为中国对东道国 ｃ

的初始 ＯＦＤＩ 情况。 对于“投资存量”和“投资流量”，ｗ０３，ｃ为截至 ２００３ 年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存量的对数。 对于“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数”，ｗ０３，ｃ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中国在

当地的累计 ＯＦＤＩ 项目数。

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内生变量有很强的相关性；二是与可能影响

因变量的遗漏变量无关。 表 ３ 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本文所构造的工具

变量 ＩＶ 都与各自对应的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偏 Ｆ 值均大于 １０，满

足较强相关性条件。② 同时，不论是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还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

都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经情况关系不大，因此可以看作满足与误差项无关的条件。

２．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第一阶段：ＦＤＩｃ，ｔ－１ ＝βＩＶｃ，ｔ－１＋Γ′Ｘｃ，ｔ－１＋Π′Ｚｃ＋γｔ＋υｃｔ

第二阶段：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ｔ ＝αＦＤＩｃ，ｔ－１＋ΓＸｃ，ｔ－１＋ΠＺｃ＋γｔ＋ｕｃ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ｔ ＝ １（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ｔ＞０）

该模型是采用工具变量法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其中，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ｔ表示是否发

生内部冲突的潜变量，（υｃｔ，ｕｃｔ）服从零均值的二元正态分布。 第二阶段的 ＦＤＩｃ，ｔ－１用第

一阶段估计出的 ＦＤＩ 代入进行计算。

本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ＭＬＥ）对 ＩＶ 模型进行估计。 其优点在于更有效率，

可以直接获得 α、β 等参数的估计值，而且在基本假设分布成立的条件下，它还提供了

一致且有效的估计量和正确的标准误。③

３．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 ３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

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表 ３（５）—

（８）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 具体而

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流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

率下降 １１．１３％，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存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２．３２％，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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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６．８％，且通过了 ５％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国在当地每累计新增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

降 １．２％，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３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Ｒ２ 偏 Ｆ

第一
阶段

（１）新增项目数 ＩＶ ８０．１∗∗∗（２０．０８０） 是 ８１６ ０．４１ １５．９

（２）累计项目数 ＩＶ ４２２．８∗∗∗（１３４．４００） 是 ８５９ ０．５８ １１

（３）投资流量 ＩＶ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 是 ８１６ ０．５１ ２５．５

（４）投资存量 ＩＶ ０．０９０∗∗∗（０．０２０） 是 ８５９ ０．３６ ２１．９

第二
阶段

（５）内部冲突 投资存量 －２．３２∗∗∗（０．８８０） 是 ８５９ — —

（６）内部冲突 投资流量 －１１．１３∗∗（５．４００） 是 ８１６ — —

（７）内部冲突 新增项目数 －０．０６８∗∗（－０．０２５） 是 ８１６ — —

（８）内部冲突 累计项目数 －０．０１２∗∗（０．００６） 是 ８５９ — —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Ｓｔａｔａ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偏 Ｆ 对应

一阶段无约束与有约束回归的检验统计量；控制变量与表 ２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
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表 ３ 中（５）—（８）的回归结果与表 ２ 中（１）—（４）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核心自变

量的影响方向没变，但系数大小有较大变化。 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普通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

中的遗漏变量在增加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可能提升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① 因

此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低估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 由

于投资的系数为负，故实际效应的绝对值更大。 其次，ＩＶ 估计的是局部平均效应，反

映的是随着 ＩＶ 变化而改变国际投资的平均效应，一般要大于整体平均处理效应。②

不论如何，不管是基准回归模型还是工具变量回归模型，都证实了中国对发展中

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

作用。

（二）因变量零值过多的担忧

从表 １ 的基本变量描述性统计来看，因变量“内部冲突”的均值为 ０．０３１４。 由于

该变量是“０”“１”虚拟变量，可见有大部分的数值为 ０，毕竟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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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少数。 针对因变量零值过多的潜在担忧，我们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中“政治稳定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指标来代替“内部冲突”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政治稳定性指标是由世界银

行的专家针对东道国爆发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进行的打分，分数越高代表政治越

稳定。

我们仍然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３，用

政治稳定性作为因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４。 从表 ４ 的结果可以发现，不论采

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中国

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提高了当地的政治稳定性。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改变因变量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Ｒ２ 偏 Ｆ

第二
阶段

（１）政治稳定性 投资存量 ３．５∗∗∗（０．９００） 是 ８５９ — —

（２）政治稳定性 投资流量 １６．６２∗∗∗（５．５００） 是 ８１６ — —

（３）政治稳定性 新增项目数 ０．１１∗∗∗（０．０２８） 是 ８１６ — —

（４）政治稳定性 累计项目数 ０．０２２∗∗∗（０．００５） 是 ８５９ — —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Ｓｔａｔａ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偏 Ｆ 对应

一阶段无约束与有约束回归的检验统计量；控制变量与表 ２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
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三）对照：基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回归结果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 ＯＦＤＩ 来源国。 作为与中国的对照，我们也尝试分析美国对当

地的 ＯＦＤＩ 与当地内部冲突之间的关系。 与中国的处理相一致，美国对当地 ＯＦＤＩ 用

美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存量占当年该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下称“美国的投资存量”）来衡量。 美

国在该国 ＯＦＤＩ 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从表 ５ 的回归结果（１）可以发现，整体而言，美国对当地的 ＯＦＤＩ 与当地爆发内部

冲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只能说是相关关系而非

因果关系。 因为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而由于回归（１）的结果本身不显著，我

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分行业来看，从表 ５ 回归（２）和回归（３）的结果可以发现：美国对当地制造业的

ＯＦＤＩ 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美国对当地初级产业的

ＯＦＤＩ 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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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由于表 ５ 回归（１）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说明：整体而言，美国对

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对当地的政治稳定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表 ５　 基于美国数据的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Ｒ２

因变量：
内部冲突

（１）美国的投资存量 ０．０４７（０．１１９） 是 ７３５ ０．１０４

（２）美国的投资存量（初级产业） ２．２０４∗∗∗（０．５０９） 是 ５５１ ０．１６５

（３）美国的投资存量（制造业） －４．６２０∗（２．５９４） 是 ７３１ ０．１６４

（４）美国的投资存量（服务业） －１．０３５（０．９６９） 是 ４２２ ０．１３４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Ｓｔａｔａ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与表 ２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四）机制研究

为什么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有助于降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 其背

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前文从现有文献着手，梳理了 ＦＤＩ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可

能影响机制。 这些机制研究主要基于不同来源的数据分析或者是理论上的归纳和演

绎。 本部分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１１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数据进行检验。 囿

于篇幅，本部分只保留了对爆发内部冲突有显著影响的中间机制，即失业率渠道。
表 ６ 是失业率机制的检验结果。 从回归（５）的结果可以看出，失业率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失业率降低确实会显著减少东道国爆发内

部冲突的概率。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有助于降低当地的失业率。 从回归（１）—（４）的结果

可以发现，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中国对当地的 ＯＦＤＩ 显著

降低了当地失业率。 具体而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存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

百分点，当地失业率降低 ０．３５，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 ＯＦＤＩ 流
量占比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当地失业率降低 １．０６，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

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失业率降低 ０．２２，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 中国在当地每累计新增一个 ＯＦＤＩ 项目，当地失业率降低 ０．０４８，且通过了 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上所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有助于减少当地的失业率，从而降低了当

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减少失业率渠道是中

国投资降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的重要作用机制。

·３５１·





表 ６　 失业率机制的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Ｒ２

因变量：失业率

（１）投资存量 －３５．４∗∗（－１３．７） 是 ６１６ ０．１５

（２）投资流量 －１０６．３∗∗∗（－４６．６） 是 ６１６ ０．１

（３）新增项目数 －０．２２∗∗（－０．１１） 是 ６１６ ０．０９

（４）累计项目数 －０．０４８∗（０．０２５） 是 ７０９ ０．１３

因变量：内部冲突 （５）失业率 ０．０２５∗∗（０．０１２） 是 ７０５ ０．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Ｓｔａｔａ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与表 ２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五　 结论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

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与内部冲突之间的关系。 同

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 ＯＦＤＩ 国，但研究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影响的文献仍然非常

少。 部分文献基于少数个案和现象的评述而得到的关于中国 ＯＦＤＩ 的负面评价缺乏

实证研究的支持，难以确认其具有普遍性。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１１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数据，尝试性地研究了

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在控制其他因素、考虑内生

性问题和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ＯＦＤＩ 显著降低了当

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

的 ＯＦＤＩ 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 从作用机制来看，中国 ＯＦＤＩ 的

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失业率的渠道实现。

以上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体现出

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中国 ＯＦＤＩ 对东道国内部稳定的积极贡献。

当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如何更好地融

入当地社会、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形成更多的技术转移，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

这些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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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